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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十一世纪周灭商，封功臣昆弟，分别在泰山南北建

立了鲁齐两个殖民据点式的国家。伯禽，姬姓，周人，他建鲁

国的方针是“变其俗，革其礼”（《史记 鲁周公世家》）“，尊

尊而亲亲”（《汉书 地理志 。太公，姜姓，东夷人，他建齐

国的方针是“因其俗 齐太公世家》）“，举，简其礼”（《史记

贤而尚功（”《汉书 地理志》）。建国者不同的族属，不同的方

针，决定了东夷人及其文化在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鲁地完全

周化，鲁国亦成为周人的国家；齐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东夷文化

的传统和习俗，从这一意义上讲，齐国是属于东夷人自己的，

“人（夷）民多归齐 齐太公世家》），夷人纷纷奔齐（”《史记

而来也能说明这一点。

此后，太公因民俗的遗法被齐国历代当政者所奉守。管仲

辅佐桓公，“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

因而去之”（《史记 管晏列传》）。莱夷人晏婴更是学无所主，

一切本着国情民俗出发，辅佐景公，治国安民，反对用孔子的

繁琐礼仪制度来变齐风移齐俗（《史记 孔子世家》）。篡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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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氏，本是陈国的落难贵族，自身也有着东夷人的血统，何况

他们对太公、桓公又极尽缅怀景仰之至

然而，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并不能完全说明风尚生成的问

题。

同鲁国所在的土质肥沃灌溉方便的洙泗流域不同，齐国平

原狭窄，多盐渍土、沼泽地，难得以农立国。然而齐又有自己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濒海，多渔盐之利；靠山，富林矿之藏。

商贾出身的太公自然有 货殖列传》称：“太识于此。《史记 公

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

鱼盐，则人物归之， 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

间敛袂而往朝焉。”《齐太公世家》也说，太公“通商工之业，便

鱼盐之利”。行至春秋，桓公大臣如管仲、鲍叔、宁戚等也皆贩

夫走卒出身，也皆予工商业以极高的 平准书》载，重视。《史记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管晏列传》

载，“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

兵”。景公时代，工商业持续发展，而擅权的田氏是那时齐国最

大的工商业主。他们“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转毂游海

者盖三千乘”（《盐铁论 刺权》）。他们以“山木如市，弗加于

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左传 昭公三年》），大斗贷小斗

取等手段“行阴德”，收拾民心，为日后代齐作准备。田齐时代，

工商业发达繁盛，尤其威宣二王在位时，伴随疆土的拓展，庞

大的国内外商业运输网络最终形成：以东西狭长的平原、南北

纵伸的谷地河流为交通线，以当时海内最大的消费城市临淄为

中心，东以即墨、琅琊，西以陶邑、聊城，南以南阳、薛邑等

为商品集散地，车载舟运，往来如梭，齐国的商业活跃繁荣到

了极限。

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风尚。齐是以工商立国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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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于世的，因而，齐风尚是典型的工商业

风尚。

富，是齐当政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太公“举贤而尚功”。

《说文》“：贤，多财也。”《管子 明法》“：功者，安主上也，利

万民者也。”“富有涯乎”是桓公人生哲学的主题（《韩非子

说林下》），而管仲更将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据和出发点视为增进

个人的利益，满足个人的欲望，倡言“民恶贫贱，我富贵之”

（《管子 牧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 治国》）。

景公好富自不待言，而晏子虽说过“义，利之本也”，却亦主张

外篇不合经“拒欲不道（”《晏子春秋 术者》）。宣王较姜齐诸

君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公开宣称自己“好货 梁惠”（《孟子

王下》）。

“主好货，则人贾市”“，上好富，则民死利矣”。工商业的

持续繁荣，一切均被卷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之中，富与利成为齐

国社会的共同语言，金钱成为齐人追逐的共同目标。工匠相聚，

“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商贾相聚，“相语以利，相

示以赖（盈利），相陈以知贾（”《国语 齐语》）“。其商人通贾，

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

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

利之所在，虽万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管子 禁藏》）。人们无不为发财致富而奔波而忙碌。而国、

聚、邑之诸市则为他们提供了理想的逐利场所。在那里，销售

假足①、算命占卜 也成了挣钱的门路，甚至倡伎女乐也成为

①《左传 昭公三年》载晏子语：“国之诸市，履贱踊贵。”
齐策一》载：“公孙闬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②《战国策

一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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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兜售的商品，桓公为吸引商贾而开设的“宫中七市，女闾

七百（”《战国策 东周策》），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妓院 由此

可见，太史公《货殖列传》将女色说成是齐地与鱼盐漆丝并重

的特产也非为虚妄之辞了。

经商而致富，财大气自粗 苏秦可谓深知齐人。他说临淄

“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 苏秦列传 。在这般夸富羞

贫的社会氛围中，自然不乏利令智昏、为金钱不惜以身试法的

人与事：“齐未亡而庄公冢抇（穿 （《吕氏春 安死》）；齐秋

人欲得金者白昼行窃，“殊不见人，徒见金耳”（《吕氏春秋

去宥》）。

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如同决堤的洪水，冲淡至或淹没了齐

人本已淡薄的宗法观念，人际关系的一切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契

约式的互惠关系，这使齐风尚又具有重功利轻伦理，缺乏人情

味的特质。如君臣关系：庆封求崔杼之尸，崔杼家臣说，“与我

其拱璧，吾献其柩（”《左传 襄公二十八年》）；又孟尝君失势，

三千食客掉臂而去（《史记 孟尝君列传》）。次如师徒关系：东

郭敞蓄资买爵，弟子借贷，分文不与，师徒反目为仇（《商君

徕民》）；寒夜的鲁城门书 外，为夺取对方的衣服以御寒活命，

戎夷与弟子展开舌战，各执一端（《吕氏春秋 长利》）。再如

朋友关系，管仲与鲍叔经商，及分财利，行欺诈“，多自与”，不

自以为贪。礼制温情脉脉的面纱既已被撕破，家庭关系也不能

不受到影响，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个寓言 齐女因东邻男子美

而思与之同宿，因西邻男子富而思与之同食 大概不会是好

事者凭空虚构的，而齐国两性关系相对混乱的事实尤应值得我

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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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业经济的发达不仅使国家也使个人积累了相当量的财

富，而个人财富的积累又必定要求有相应的消费水平。这是奢

华之风成因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取决于礼制的完备程度。礼

制导源于宗法制，其最大的功用在于限定社会各阶层人们衣食

住行等消费品的等级分配标准 齐国宗法制以及建构在其上的

礼制一向薄弱，而因民俗、顺民欲又是齐国君臣所一贯奉行的

治国方略。

当然，历代当政者的倡导亦不容忽视。

论奢侈，桓公、管仲为之先。桓公“闺门之内，般乐奢汰，

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荀子 仲尼》）。管仲相桓公，志合

言从“，君淫亦淫 杨朱》），娶三姓为妇，，君奢亦奢（”《列子

富拟于 ，朱纮，山节，藻棁”，洙泗“君子以为滥公室“；镂

《礼记 礼器 ， 外孔子以为“矣” 其侈逼上”（《韩非子

储说左下》），而“齐人竟不以为侈（”《管晏列传》）。考诸管仲

侈靡篇》即言行，《管子 便不为管仲所著，也足以反映他的以

高消费刺激生产的思想。

个人的生活习惯以及爱好兴趣只有与社会风尚吻合，才能

得到社会的承认。齐人不以管仲为侈，说明齐人高消费的社会

心理和奢侈的生活方式早在管桓 地理时代就形成了。《汉书

志》说，此后，齐人“其俗弥侈，织作冰绮绣丽之物，号为冠

带衣履天下”。

迨及景公，侈靡之风更甚。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

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 要路寝之台，族铸太钟”（《淮南子

。晏子虽以节俭力行，然而积习难返，“道 犹恐其（齐人）侈

靡而不顾其行也”（《晏子春秋 内篇杂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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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 孟荀列传》），无战国，齐“有国者益淫侈（”《史记

不崇奢恶俭。苏秦鼓动湣王“钟鼓竽瑟之音不绝”，“和乐倡优

侏儒之笑不乏（”《齐策》），其用意虽“欲破弊齐而为燕”，也

不过是因齐侈糜之风而“利”导之罢了。

高消费的奢华之风由王公当政者发其端，泛滥于最大的消

费都市临淄。这座面积达 平方公里的繁华都城，宽阔的街道

纵横交错，人们熙来攘往，林立的店铺、旅舍、妓院，喧嚣的

市场尘埃飞扬。苏秦描绘道：“临菑之中七万户⋯⋯甚富而实，

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史记 苏秦列传》）淳于髡的描绘更是细致生动“：若乃州闾

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

目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

女 ⋯。”（《史记 滑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

稽列传》）。

齐城，这座花花世界自然也要强烈吸引着五湖四海的钻营

投机的冒险家、寄食谋生的政客学士以及更多的富商鸿贾纷至

沓来，接踵而至。他们“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

出（”《管 地牧》）子 齐都成为他们满足物欲奢望的销金窟，

这无疑又反过头来刺激了齐人崇侈恶俭之风的节节升级。

虚荣好名与奢侈浮华一母所生。一个尚富重利奢华成风的

社会，必定是虚荣好名的社会。《孟子》讲，齐人有贫贱者每日

去城东坟地讨食祭物，归家必“骄其妻妾”，夸称刚从富贵人家

的宴会上回来。故事读来未免令人捧腹大笑，然而再一想，战

这何尝不是下层市民心理模态国齐都有此人此事又何足为奇

贫贱者如此，而富的一种表现 贵贤智有如邹忌、列精子高之

流，其“我孰与城北徐公美”的佳话与“东衣缟冠窥于井”的

美谈，又不正是士大夫浮华虚饰的生动写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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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风在富丽堂皇的王宫，较之市井则尤甚。“宣王好

射，说（悦）人之谓己能用强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尹文

子 大道下》）；湣王好名而骄横，“矜功不休，百姓不堪”

（《盐铁论 论儒》）。齐破，湣王出逃卫、邹、鲁、莒，穷途末

路，寄人 田齐世家》）。篱下，仍“不逊”，“有骄色”（《史记

倘若我们的考察能再进一层，就不难发现宣、湣二王之待稷下

七十六学士，“高屋大门尊崇之，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

议论”云云，亦不过是只图养士之名，不求得士之实。这与秦

国广招天下宾客游士而收战胜攻取之效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东夷族人天性粗犷强悍，尚勇好斗，他们的后裔 齐人继

承并弘扬了这一精神。论其因，其一，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度，竞

争激烈而残酷，是培养和强化国民积极进取、开拓冒险、英勇

尚武精神的最佳环境。《淮 齐俗训》载，周公问太公曰：南子

“何以治齐 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

之臣。”高诱注曰：“举贤（即财）上功则民竞，故劫杀 ”崇尚

财富功利，刺激人民竞争，此乃势之必然，故而齐人“众庶百

强国》）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荀子 其二，通商是危机四

伏、险象迭生的事业，不仅要求通商者勇敢大胆，也要求招募

训练保镖杀手护卫财产。齐国公室贵族是最大的工商主，也就

最重视这一点。《国语 齐语》载，桓公问大夫曰：“于子之属，

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 《晏 内篇谏子春秋

上》称，“庄公奋乎勇力，勇力之士，无忌于国”。至战国，大

高利贷商孟尝君田文招致“天下任侠”及作奸犯科者更是不遗

余力，以至其老巢薛邑在汉代“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

鲁殊（”《史记 孟尝君列传》）。

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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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上述原因，齐人尚武好斗的风尚闻名海内。《管子

水地篇》说齐国“其民贪粗而好勇”；《吴子 料敌篇》说

“夫齐性刚”；《史记 货殖列传》说齐人“勇于持刺，故多劫人

者”。亦正缘于此，通览典籍，齐人技击水平之高，堪称开后世

武术之先河，而精于技击的刺客、杀手、武夫、力士如夙沙卫、

宾卑聚、颜喙聚、庆舍、公孙接、古冶子、田开疆之辈更多至

不可计数，就是太史公称誉的天下一流刺客聂政、荆轲，同齐

刺客列传》）国这方山水也不能说无缘（详见《史记 。

齐人精于技击，尚武好勇，那么又如何解释太史公《货殖

列传》中的另一句话 齐人“怯于众斗”呢？也就是说为什么

作为个体之手段的技击（私斗），不能在群体之事业的公战中发

挥应有的 禁藏篇》云：“国多私勇者，其兵弱。”效力呢？《管子

这尚未揭示出问题 议兵篇》中的一席话倒距问的实质。《荀子

题的实质不远：“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锱金，

无本赏矣。是事小敌毳，则偷可用也；事大敌坚，则涣焉离耳，

若鸟飞然。倾侧反覆无日，是亡国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

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

荀子将齐国兵弱的原因归结为齐赐金而不赏田（本赏）这

项不合理的军功政策是有道理的，因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

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语），动产的金钱总比不动产的土地更难

维系人心。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倘若结合齐工商业社会的特

点来考虑，我们自然容易找到齐兵弱的根本原因：其一，“夫民

国蓄》），金钱富则不可以禄使也”（《管子 不足以驱动富裕的

工商子弟去冒矢犯刃而卖命。其二，与农业社会不同，工商业

社会的人民具有较大的空间流动性，可以经常脱离共居的家庭

以及维系个体家庭的氏族组织。虽然为弥补因工商发达、血缘

共同体破裂给军事带来的巨大损失，管仲用心良苦，推行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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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政策，强化地方政权建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商业

的持续繁荣，他精心设计的这种地域共同体、产业共同体也必

将是不稳定的，破裂终所难免。故而，齐军战将不胜，也只能

涣然离散，而政府又无力施以有效的制裁和惩罚。

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齐号为怯” ，怯于公战又成为齐

人的又一风尚。当然这里的“齐人”指群体的齐人，而非个体

的齐人。事实正是如此：“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

（《荀 大略子 庄子，一卞邑大夫，号为勇力，齐人竟为之

却步。

《管子 制分篇》曰：“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

知强之术。”世人不察事实真象，每每以为富国必定强兵。其实

未必尽然，尤其上古时代更是如此。齐国虽为大国富国，却很

少成为强国，对外战争多败。于是，国境缘山起筑千里的长城

巨防，国都依水套筑墙高壁厚的大城小城，齐是以保守的姿态

出现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或问：桓管、威宣时代，齐不亦一

度跻身列强行列，甚至成为霸国吗？其实稍加留心，就不难发

现这也基本上不是军事上的胜利，而是在特定背景下财富加谋

略的胜利，也即荀子所谓的“以德兼人”、“以富兼人”、“诈心

以胜矣”（ 仲尼。《荀子

东夷族人既硕健强悍，又聪明智慧。进入春秋战国，齐人

多智谋好变诈的性格特征愈为鲜明。因为工商业的国度，生意

场形同战场，它要求工商业者的不只是有足够的胆魄与勇气，还

要有精打细算的智谋及韬略，大商人白圭所说的“吾治生产，犹

①《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孙膑语 另外《太平御览》卷四三七引严尤《三将
论》，秦将李信也有“齐人怯”之说。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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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就是这个道理。因此，《管 水子

地篇》说齐人“谄谀葆诈”；秦昭王叹道“吾患齐之难知”

（《史记 田齐世家》）；秦王政不无同感，说“齐多知”（《齐

策》）；刘安说，齐“民多智巧”（《淮南子 要道》）；太史公称

许道，齐人“足智”又“多匿智”（《史记》“货殖列传”、“齐

太公世家”）；而班固则站在邹鲁缙绅的立场上讥之为“言与行

地理志》谬，虚诈不情（”《汉书 ）。至于齐人那足智多谋、葆

诈难知的具体事例更是不胜枚举，我深信看过《管子》“轻重”

诸篇的人，谁都会为桓管对外贸易、开展商战那出神入化的故

事而叹为观止。

唯有明乎此，才不难理解海岱间的这片土地上为何能孕育

出这么多“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

阳，用技巧”的兵权谋家 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孙

膑等；唯有明乎此，才不难理解为什么“遁辞以隐意，谲譬以

指事”的谐隐之风在齐国上下最为盛行。

齐人多智谋，而善辩又总是与谋诈相辅相成。

通商是高度社会化的活动，语言又是人际交往最主要的工

具，因而就这一意义上说，生意场也就形同辩坛。商贾能将短

的说长了，死的说活了，又绝对合乎逻辑，不露破绽。为此，齐

人善辩好议论又蔚然成风，驰名天下，而雄辩之才诸如晏子、邹

忌、邹奭、邹衍、淳于髡、接子、田骈、冯谖 颜斶 鲁仲连者、

又众若灿然群星，交相辉映。即便是“游说诸侯以显名”的大

纵横家张仪、苏秦，早年也曾“东事师于齐”，接受过齐风的熏

陶。

五

从地缘学的角度考虑，泰沂山系和清济浊河无疑使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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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的齐国比较中原内陆国家要封闭得多，文化也理应更趋

于保守。或以为齐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齐文化鲜明的开

放外倾型的特色，至或称历史上出现过所谓的“远东式的爱琴

文化”云云，窃以为很值得商榷。

显而易见，大海赐惠于齐人的不过滩涂煮盐、浅水捕捞而

已。虽然一定的迹象表明齐人的航海业史前期即已开始，但大

规模的有定期交通线的远程航海业却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也不

可能发展起来。这受制于许多因素。其一，西周春秋时代的齐

国，疆土局促于淄潍流域，海岸多为平缓的沙岸，缺少天然港

湾，海中更无岛屿。战国时代，胶东半岛始被纳入齐国版图。那

里虽然海岸为岩岸，曲折漫长，多港湾与岛屿，便于航海业的
，发展，然而半岛夷人的经济又“几乎沦为原始 ，因而我状态

们也就不指望航海业在这种类同原始经济的基础上有什么发展

了。其二，东亚大陆文化的交汇区在黄色的中原，而不在蓝色

的渤海。隔海相望的辽东、朝鲜以及更远的日本还没有得到开

发，从而也就根本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圈。因而，春秋战国的

齐国基本上是背依大海、面向中原的。

以上分析旨在说明，造就齐人以嗜新好异、疏阔豁达为主

要特征的开放外倾型文化的直接而根本的因素不在于地理环

境。那么在于生物意义上的种族么？非也。虽然身躯高大是东

夷各部所共具的生理特征，然而似乎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泰山

南北俱以东夷族人为国民主体（数量上）的典型鲁人与典型齐

人，一者迂阔谨慎猥琐守纪律，一者疏阔大方随心所欲无拘无

束。显然，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理素质的成因，用种族生物学

也是解释不通的。

①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 期年第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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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关键何在？仍在经济，在生产生活方式。

马克思说，“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

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因素” 。这当然也适

宜于工商业发达的齐国。首先，齐历来尚富重利，利为义之本，

义随利变，“把这些观点引申发挥，就可以成为变革现实既定秩
，序的理论根据 。次之，工商业者为适应时空的变化，社会及

人们审美消费观的变化，需要时常翻新商品的品种和花样。《管

侈靡篇》子 说“，问曰：兴时化（货）若何？莫善于侈靡。”其

意似即以侈靡去促进新产品的开发与更新。

由此，齐人养成了趋新的意识和嗜新的风尚，而《管子

正世篇》所说的“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也正体

现了齐人的这一精神风貌。所以历史舞台上，齐人常开一代新

潮流，诸如鼓铸山铁、案田而税、尊王攘夷、招纳食客、开辟

学宫、修建长城、设立妓院，甚至男子同性恋、女子服饰男性

化等等，无不先他国而为之而有之。所以，齐国的政治家思想

家也是通权达变，独具一格的。晏子说，“国有道，即顺命；国

无道，即衡命”（《管晏列传 ；邹衍说，“守一而不变者，未

睹治之至也”（《 严 安传 》 引 《邹 子汉 。《盐铁论书 论

儒》载：“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

显名⋯⋯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

圆，故饥于黎丘。”比较晏子与孔子，邹子与孟子，就会发现不

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孕育出的文化伟人是何等的不同！

析明了工商业如何造就了齐人时间上“与时变，与俗化”、

好动而非好静的变革精神，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工商业尤其商业

又将如何培养齐人空间上见异不拒、开放而非封闭的豁达心态。

页①马克思《资本论》卷三，第
②周继旨《漫谈中国传统的义利 期之辨》，《文史知识》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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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化的交流得力于战争、民族（人群）迁徙和通商。战

争和民迁往往一前一后，非经常性，且代价惨重，因而只有通

商才能使异质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在和平的环境中呈现出一种不

间断的过程。

齐国重视贸易，尤其重视对外贸易。贸易总是双向的。一

方面，齐国商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

足迹遍及天下。他们见多识广，既起着传播文化的作用，也将

大量信息输入国内，扩大了齐人的视野。另一方面，各国商人

也云集于齐地。《管子 轻重甲》说，“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

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权修篇》说，“远人至而不去，则有

畜之也”。齐国政府有识于此 实行低关税低市税的政策，并

“立客舍”，鼓励外商留居齐地。于是天下商贾归齐若流水，许

自越浮海而来，沿济水经商往多人并侨居于齐。如大商人范

来于临淄陶邑 货殖列传 ，另一个大间，三致千金（《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商人子贡晚年亦老死于齐（《史记 》）。紧步商

人之后尘，中原各国的政客、落难贵族、罪犯、学士、骗子、赌

徒、侠客等等也“洋洋东走”（狐援语），渐而积之，齐“其地

具五民”。如淳注道，“游子乐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汉

书 地理志》及注）。尤其临淄，更为五方之民的聚居地、民族

的大熔炉。它，管桓时代四万二千户，宣王时猛增至七万户，其

中一定与侨民的增加有关。

来自四面八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杂处一地，使得齐以及齐

都成为当时海内人口异质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与城市，既为各种

文化的相互交流渗透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大大增强了齐人对外

来文化、外来事物的适应力和接受力，培养了他们疏阔放达、兼

容并蓄的心理模态。

只有弄清齐人时空上尚新好异的心理特征，才能解释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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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齐都能成为战国时代天下文化的中心；为什么各家各派能在

齐都稷下相处一堂，交流、辩难、融合，发展成为综合型、开

放型、前倾型的齐学。

要之，古齐泱泱大风具有尚富重利，轻伦理，薄人情；喜

奢华，骄怠，虚荣好名；冒险尚武好斗，怯于公战；足智多谋，

巧言善辩；时间上嗜新，空间上好异等特质。总之是典型的工

商社会的风尚。它们对齐国政治、军事、外交、文学、艺术、学

术、思想等一切方面都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它们是齐文化不同

于其它文化的最根本之处。

公元前 年，齐国灭亡，然而齐人尚在，齐文化的传统

尚在。汉立，行分封，刘肥的齐国仍为第一大国。曹参相齐，用

盖公“贵清静”之说，“安集百姓如齐俗”（《史记 曹相国世

家》），齐地工商业仍在继续发展。文景时的刁间，成哀时的姓

伟，都是逐鱼盐之利而富有资产数千万的大工商主；临淄仍是

天下最大的工商都市，人户多达十万，“人众殷富，巨于长安”，

齐悼惠王世仅市税即可日得千金（《史记 家》）。

由于风尚的土壤未变，秦汉齐地风尚与先秦也就自然一脉

相承，大致相同。如果说有所不同，也不过是某些方面的变异

而已。如，广潟草莱已开发为膏壤，以末致富的齐人可以购置

田地 货殖列传》），以本守之，故而有“地重难动摇”（《史记

然而这些以本守之的工商人毕竟不同于典型的农民，的时尚 所

以“缓之则放纵”“，急之则离散（”《汉书 地理志》），轻同羽

毛的本性并未改变多少。再如，“好经术”又蔚成风尚，这也不

难理解，一方面先秦齐国本来就是学术文化昌盛的国度，另一

方面，秦皇汉武时代齐地成千上万的方士迫于新的形势新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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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摇身一变即为儒生，弃仙术而从经术了。

古齐风尚的流风余韵直到汉末曹魏时代仍历历在目，盈盈

草原游牧民族在耳。然而永嘉南迁之后，断沟出现了 纷纷入

主包括齐地在内的中原，割据混战，兵燹连天，人民大批流亡

南方；北方经济长期萧条，齐地发达的工商业持续衰退，甚至

货币也 人种变了，土壤变了，废弃不用了。如此，文化的载体

古齐风尚也基本淹没于海岱间而不复为人所领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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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管子》“轻重”十六篇的文字上看，其思想内容以

及写作风格基本上前后一致，互为照应，浑为一个体系，应当

出自同一时期的齐人之手。至于什么时期，有主春秋说，有主

战国说，有主西汉文景说，有主武昭说，有主王莽说。其中主

轻重篇新诠》一书的作者马非百先生管子“王莽说”者为《 ，

此说影响最大。数年前，赵俪生先生著文专节辩驳“王莽说”之

非，声称包括“轻重”诸篇在内的《管子》一书，“深疑为田齐

宣王、湣王时期荀子后学所纂 。言之凿凿，近成定谳，笔者”

因对“轻重”诸篇成书时期的问题素无研究，所以只好姑从赵

先生之说。

《管子》“轻重”诸

篇的商战谋略

一

①赵俪生《（管子）与 期年第齐国历史的关系》，《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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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本文来说，成书问题并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

为即便“轻重”诸篇晚出自西汉或者王莽时期，也还是记的齐

国的人、言和事，也还是有所依据的，即便是传说、寓言也罢。

这便涉及到“轻重”诸篇言事的真实性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历来表示怀疑，甚者斥之荒诞不经，而

我倒以为“轻重”诸篇的言与事似应介乎信史与“齐东野人

语”之间，诚如赵先生文中所言，“既不可尽信，又不可以尽不

信，须严格查证而后用之”。以《轻重丁》篇为例，其中所谓

“石璧谋”“、青茅谋”云云，显然要以传说待之，然而记宾胥无

等四大臣受桓公命分别巡视齐国的南、北、东、西四境的高利

贷业，他们回来后各自向桓公汇报了出巡的所见所闻，其内容

的真实性还是可以肯定的。其他如桓公说“齐西水潦而民饥，齐

东丰庸而粜贱”，说齐“方五百里”，以及管仲由此生发的大通

议论，也都符合桓公时期的历史实际，决非子虚乌有之言。

另外，即使是那些纯属“齐东野人语”，如“石璧谋”之类

的传说故事，也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其出现和流布的历史背景

和社会生活的基础（详本文第四节），也有考察的意义。据此，

“轻重”诸篇有关商战的言论和行事，不论其夸饰的成份有多大，

作为商战史的资料，都具有考察和研究的价值。

所谓“轻重”，指物价的高低，高者为重，低者为轻。“轻

重之术”，则指国家控制商品流通，操纵商品价格而从中牟利的

理财手段或方法，其实施的前提是商品先天具有的轻重的规律

性，析言之“，散 “藏则重，发则轻”“；守则重，则轻，聚则重

不守则轻”“；民有余则轻之，民不足则重之”“；章（障）之以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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